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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青年女性农民: 农村女性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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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女性农民是农村农业发展中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她们如何参与现代农业并重构自身的主

体地位，既关系着家庭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关系着农村青年女性的切身利益。本文基于河北省冀县黄村的

实地研究指出，在农业转型过程中，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农业女性化讨论的独

特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使青年女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空间大大扩展，拥有了在父权制之外

获取新资源的可能性。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仍然面临生产性和社会性的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过程中，对青年女性农民的农业生产困境予以应对，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她们的内在活力与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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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农业发展中的农村女性议题

农村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而出

现的独特现象。在此之前，农村女性要么是被父权制下的性别规范严格束缚在家庭内部，要么只是

作为辅助性劳动力参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部分环节［1］95。1949 年后，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承

载着满足粮食安全和为工业发展提供要素的多重使命，国家建设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巨大，农村

妇女被广泛地动员到生产劳动之中。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按劳取酬等新的社会规范得到了法律法

规的大力贯彻，传统的家庭伦理和性别规范被新的意识形态校正。这些制度与文化变迁既保障了

妇女的权益，也激发了她们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从家庭私领域走入村社

集体的生产空间，全面参与农业生产的多个环节。在农村体制改革之后，农村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

单位，农村人口拥有了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流动权利。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男

性转移的比重高于女性，更多的女性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现象［2］。
对于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通常的解释有三种: 一是由于传统性别规范对农村女性的制约，妇

女受到家务劳动和照料负担的拖累; 二是由于自身素质所限，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限制了她们在

非农产业中的发展; 三是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种地是一种实现家庭利益

最大化、尽可能避免风险的理性策略，具有性别分工的合理性［2 － 7］。
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这对女性自身产生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一种观点认为，参

与农业生产能为农村妇女提供实现价值的舞台，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角色空间和影响力将随之

扩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农业女性化对提高妇女地位具有进步意义［8］。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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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不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由于承担无酬家务劳动和收益较低的农业

劳动，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被低估或忽视。女性以农业为主业，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农业中占主

导地位，农业生产的决策权仍然由男性掌握，妇女扮演无技能的劳动力角色，实则是“女性农业

化”［3］。蔡弘指出，“生产参与、决策边缘、技术无缘”是当前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的主要特征［9］。处

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进一步边缘化［10］。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农业女

性化意味着一个在体力、技术、获得资本支持的能力和精神状态等各方面都呈弱势的群体在支撑着

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经济，这加重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空壳化，也使得青壮年男性

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不断持续，由此形成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消费能力下降、“留守力量”进一

步弱化的恶性循环［11］22。这些观点既从行动上强调妇女的贡献和能动性，又看到背后的制度、文化

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妇女发展的制约［12］157。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认为女性从事家庭农业生产既

不利于自身地位的提高，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呼吁通过提升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来加快她们的非

农转移，改善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农村女性从事农业对于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与她们所从事农

业的类型和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在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产值较低的农业中，农业女性化的性别分工

既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也难以提升女性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低水平的农业与女性劳动力的劣势

地位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男人是农村现代农业生产力的代表，女人则是旧的农业苦力的代

表”［13］42。中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正在向现代农业迈进，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

运用，新的经营形式和市场竞争理念的注入，对从事现代农业的农民提出新的要求①。农村女性能

否在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通过新的分工获得与新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机会，改变资源分配中的不

利位置［12］157，将影响到女性在农业中的角色与作用。尤其是，20 ～ 49 岁的青年女性农民是农业农

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优势人力资源，她们在农村的规模超过相应年龄段的男性农业劳动力［14］，吸

引和扶持她们参与农业生产将对现代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探讨农业转型背景下

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家庭农业的过程、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

农村青年女性农民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的能动作用。
河北省冀县黄村②是一个以家庭为主体从事资本 － 劳动双密集型蔬菜种植的村庄。全村耕地

面积 1 246 亩，黄瓜种植 1 100 亩，黄瓜大棚户 256 户，占总户数的 96%。黄村的黄瓜种植有近三十

年的历史，村庄的农业发展经历了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转型历程。2018 年 1 月和 7 月，笔者

两次在河北省冀县黄村进行实地研究，对 50 位黄瓜种植户进行了案例研究，并着重针对不同年龄

段、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植规模的农户进行访谈。实地研究共访谈女性农民 25 人，其中 40 岁以下的

青年女性农民 13 人。本文所使用的案例资料均来源于此。

二、农村青年女性从事家庭农业的路径与过程

青年女性农民是家庭经营和农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她们从事农业的过程展现出了

不同于以往农业女性化讨论的独特特征。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路径和过程仍然受到性别规范的影

响和约束，但是她们积极融入家庭农业生产，在土地流转、技能学习、劳动投入等方面体现出主动

性。虽然青年女性农民在生产领域依旧面临“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但是现代农业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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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特征使女性的劳动价值更加显性化，有助于女性地位的提升。
( 一) 进入农业: 性别规范束缚下的生计安排

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这一职业的获得过程具有自然就业的特征。自然就业是中国乡土社

会长期存在的就业模式，其特点是代代相传，不需要正规培训，并且具有代际相似性。新一代从很

小就开始适应土地上的工作，长大后自然而然地接过父辈手中的农活，而到自己老去、子女长大成

人后，又把工作交到下一代子女的手上［15］。对于黄村的青年女性农民来说，从事农业并不是一种

自然就业的过程。虽然她们在幼年时期曾作为辅助者参与过家庭的农业劳动，但是从教育经历和

职业经历来看，青年女性农民绝大部分在读完初中之后就外出务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

分。虽然黄村的青年女性在非农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逐渐与男性趋于平等，但她们多数因结婚而返

乡、停止务工，按照村庄的传统和公婆的意愿，婚后留在村庄生活，照顾子女，偶尔作为农业生产中

的协助者帮助公婆管理农田和大棚。这依然体现出传统性别规范对当代农村青年女性职业发展的

制约作用。
胡婷，30 岁，小学毕业后直接出去打工，先跟着亲戚在店里卖衣服，干了 2 年进入电子厂，后来

又在邯郸餐饮业干了 5 年。20 岁左右经人介绍，与现在的丈夫结婚。婚后有了小孩就再也没外出

务工过，而丈夫婚后仍出去了两年。胡婷日复一日地干着大棚里的活儿，她说，“我早已经习惯了，

但还是非常羡慕在外打工的年轻妇女，在家也是没法的事，不然咱也就出去打工了。这样也算为孩

子了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促使青年男性返乡从事农业的原因更为多元，既有家庭因素的考虑，但更

多的是对边缘化的流动生活的厌倦和被村庄农业发展的势头所吸引。
38 岁的王超在外面打工时总感觉“打工不自由”“太受人管束”。38 岁的赵志学在村里种了 3

个黄瓜大棚。他以前也出去打过工，他觉得自己“没技术没文化，在外面吃不开”。而回乡种植大

棚，一是农业收益可观，大棚种植每年的收入比外出打工要好; 二是在家可以实现家人团聚; 三是村

里的黄瓜种植产业发展比较稳定，基本上没什么风险。
青年男性的返乡成为家庭和村庄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使青年女性快速成为职业农民

的关键因素，因为夫妻共同生产更能发挥家庭劳动分工的优势、适应黄瓜生产的密集劳动投入。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丈夫返乡才能带动妻子投入黄瓜种植活动，在黄村仍然有不少妇女是在丈夫

外出的情况独立开始从事黄瓜种植的。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为她们成为职业农民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支持。
( 二) 分家: 新的家庭生产经营单位的确立

家户的分立和再生产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再生产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农村社会，分家一

方面意味着子家庭从父家庭中分离而出，从父家庭孕育出新的子家庭，另一方面意味着已婚兄弟间

通过重新分配家庭的生计和财产使子家庭的再生产得以实现［16］。家庭的生产资料( 尤其是农业生

产资料) 都掌握在父家长手中，子家庭主要通过分家获得生产资料。在黄村，分家既有分割赡养照

料责任的社会文化意义，又具有再生产农业经营组织的经济意义，分家之后的小家庭开始成为独立

的农业经营户。之所以称之为独立的农业经营户，是因为子家庭从生产资料的获得到生产过程的

决策和组织等各方面都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运行，家内的代际传承只能给他们提供一小部分生产

资料，有的青年农民甚至无法从分家过程中获得生产资料。无论是青年男性，还是外嫁之后的青年

女性，在获得农业生产资料的过程中都同样受到父权制家庭的制约与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13 位案例青年女性农民的家庭种植规模从 1 个大棚到 9 个大棚不等，通过

分家分到或由父母建造的大棚数量大多为 1 ～ 2 个，且分到的多为老式的竹竿结构大棚，面积较小。
所有的案例家庭都通过自己的劳动扩展了生产规模，一些家庭甚至靠夫妻俩的努力白手起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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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年女性农民的家庭种植规模与构成

案例女性 家庭种植大棚数量 分家获得 /父母修建 夫妻自建

胡婷 3 1 2

崔英 9 0 9

彩霞 1 0 1

玉坤 2 0 2

秋艳 1 0 1

王静 3 2 1

赵霞 7 0 7

韩艳 4 2 2

彩虹 4 2 2

吴欣 7 1 6

慧慧 2 1 1

红娥 4( 6) 1 3

小青 4 1 3

注: 红娥家最多时经营了 6 个大棚，但由于她一度生病、身体状况不好，丈夫难以独自维持生产，卖掉了 2 个大棚。目前经营

规模稳定在 4 个大棚。

成为中等规模户和大户。在包括青年女性农民在内的 36 位被访青年农民中，被访者家庭的耕种土

地总面积为 96. 6 亩，户均 2. 76 亩。其中有 21 人在分家过程中获得了一点土地，总面积 23 亩，户

均 1. 09 亩，一些被访者在分家过程中没有获得土地，有些分到土地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地块太分

散零碎，只能流转他人土地来建造大棚。农业资产的代际传承构成了青年农民经营农业的基础，但

更重要的还在于青年农民自身的劳动、积累和社区内部资源的获得。
农业资产代际传承的有限性，一方面是由于父辈家庭自身经营规模的局限。在 2013 年黄瓜产

业得到快速发展之前，黄村每家每户只有 1 ～ 2 个老式小棚，村庄自身的土地资源有限，老人能够分

配和传递给子女的农业资产并不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父辈自身的生命周期。对于 40 岁以下的

青年农民来说，他们的父母年龄在 60 岁左右，仍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同时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养

老做准备。黄瓜种植较高的经济效益使老人高度依赖农业作为自身的生计和养老保障，难以完全

将自己经营的土地交付给子女。子家庭与父家庭虽然各自独立经营，但在日常劳作中也有合作与

互助。很多老人会在忙完自己瓜棚的农活之余，去子女的棚里帮忙做些杂活儿，或是为忙碌的子女

接送孙辈上下学。父代和子代在分“户”的同时体现出了“家”的凝聚力与团结精神，这也是小农农

业的重要文化特征。
( 三) 知识与技术的获得: 有限途径下的主动学习

对于青年女性农民来说，从外出务工到黄瓜种植是一个跨度较大的职业流动，成为一名职业农

民需要基本的知识、技术与经验，这些是她们在进行独立的家庭生产经营之后需要快速习得和掌握

的。以往的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和男性在农业技术的获得和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胡红、付少平对

陕西省部分地区农村的调查发现，在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家庭中，女性的自主

意识较低，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比例很小。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女性仍然是被动、从属的角

色，对传播资源特别是社区外部传播资源的利用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17］。
在黄村，青年女性农民获得农业种植技术的方式和渠道有三种，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也与女性

农民自身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差异密不可分。首先，青年女性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的知识和经验

传递掌握基本的种植技术，她们习得经验技术的对象大多是自己的父母、公婆和丈夫。其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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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民通过社区内部的交流互助获得日常生产中的技术支持。村庄几十年的产业发展给年轻人

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环境。一些女性表示，“村里人种瓜的时间都很长了，都懂种瓜的技术，经

验积累得十分丰富，走出去都是技师”。最后，部分青年女性通过参加村庄组织的培训、使用互联

网等方式了解新的技术信息、扩充知识，男性和女性农民在技术传播和获得上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

这一方面。在青年农民夫妇当中，通常是由丈夫参加社区组织的公共培训活动，妻子对于这些公共

培训提供的技术信息大多是通过丈夫的中介作用而获得的。
秋艳有时候也去参加村里组织的培训课，但是她认为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农民们一年年地积

累了经验，( 讲课) 里面的知识我们都有了，有时候他们讲课的那些比较没有实践，也不用听”。和

参加公共培训活动相比，她更乐于通过电视和手机了解技术和市场信息。“我能在网上搜到全国

的行情报价，涨或者落，都能查出一些信息。但网上查到的价格和我们在当地市场上的价格有差

距，一个市场一个价格，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趋势。”
很多青年女性农民都在手机中安装了农业技术和市场相关的应用软件，关注订阅了多个微信

公众号。虽然青年女性农民了解新技术信息的渠道有限，但她们有主动学习的意识，手机和互联网

的使用为她们了解外部信息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机会。青年女性普遍认为，和父辈相比，她们所从

事的是一种现代农业，这样的农业需要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而作为现代农民，她们必须在生产过程

中保持不断学习的意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
( 四) 劳动分工: 生产领域的“男主外、女主内”
黄瓜种植是一项劳动密集型活动。黄村农户普遍种植单季黄瓜，生长期为当年的 9 月到来年

的 6 月。黄瓜在种植 50 天后开始收获，秋冬季节的黄瓜隔天需采摘一次，春天更是每天都要采摘。
在采摘之余，农户还要为快速生长的瓜秧调整高度，并根据黄瓜的生长状况浇水、喷药，这些都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工劳动。黄瓜种植户的农闲是在 6—8 月之间，其余的时间均为农忙季节。用农户的

话说，种植大棚“每天都有活儿干，太拴人了”，“没有闲时候，就是大年三十也得到大棚里来。过年

的时候如果想歇两天也可以，不过真的也就只能歇两天”。
在繁忙的劳动过程中，农户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分工。在大棚日

常管理的各项活动中，喷雾、浇水的劳动频率较低，但这两项工作中需要配比农药、化肥，有一定技

术要求。落秧是最为繁琐的工作，一个面积一亩的大棚有 4 000 株黄瓜，落秧时需要解开每一棵黄

瓜秧上绑的塑料绳，向下调整高度，完成一个大棚的落秧工作需要 2 ～ 3 天。在家庭中，通常由女性

承担落秧、点花这些精细劳动，男性负责喷雾、打药、浇水，摘瓜的工作通常由夫妇俩共同完成，然后

由丈夫搬运装车、送到市场销售。男性的劳动分工具有技术性、外向型的特点，女性的劳动分工则

具有精细化、内向型的特点，她们在棚内劳动的时间更长。这种分工延续了家庭劳动分工中“男主

外、女主内”的模式和特点，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也与传统性别规范对两性气质特征的定位相暗

合。在大部分男性农民的表述中，他们认为男性承担的打药、喷雾、浇施肥等工作属于“大棚管理

工作”，而女性从事的落秧等工作属于“细活”，“大棚产量高不高，关键看管理得好不好”。
对于青年女性农民来说，种植领域的性别劳动分工并非完全是家庭劳动分工中“男主外、女主

内”的简单复制。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中，女性与男性所从事的分工具有同样重要的劳动贡献和经

济收益，女性从事的不再是家庭内部的无酬劳动。女性农民从事的棚内劳动是整个黄瓜生产环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黄瓜的产量与质量。“我们的活儿都是配合着来的，谁的

活儿都很重要，谁的活儿干孬了都会影响产量”。另一方面，随着技术与信息的普及，“内”与“外”
的性别分工并非牢不可破，女性同样能够承担起生产过程中的男性角色，完成技术性、外向型的

工作。
在崔英家，家里的重大决策由夫妻二人商量共同做出，谁有理听谁的，不会完全依赖于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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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决定。虽然配药打药的工作平时是由丈夫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崔英会

自己配药，对于以前没用过的药，她会按照药的外包装上的说明和指示来配药，“这没什么难的，

( 我) 种的时间长了就都会了”。
青年女性在农业中的参与和劳动分工也影响和重塑了家庭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由于长时

间在大棚里从事生产，大部分女性农民没有时间和精力细心操持家务，丈夫已无法再要求妻子花更

多时间精力完成主妇洗衣煮饭的工作。不仅如此，由于夫妻双方在生产过程中趋于同等的时间投

入和贡献，很多青年女性也要求男性在家务劳动中共同参与和分担。无论在生产还是再生产领域，

青年女性农民的性别分工界限正在逐渐变得模糊，她们和丈夫的家庭角色与地位更加平等化。

三、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对青年女性农民的影响

青年女性农民能够有空间和机会构建自身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

化。在传统的家庭农业中，青年女性对生产资料的获得与使用主要受制于父权制家庭的资源分配。
在社会转型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使青年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空间大大扩展，拥有了在

父权制之外获取新资源的可能性。家庭外新资源的配置虽然同样要受国家、市场、社会等因素的制

约，但是却为青年女性更充分地使用土地、获得生产技术、融入市场提供了新的机会。
( 一) 土地流转: 扭转女性的土地困境

在“以户为单位、按人承包”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中，农村女性普遍面临无法享有与男性同等

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权益易受侵害的现实困境。全国妇联 2000 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外嫁

女、离婚丧偶妇女、招婿的女子、新媳妇、未婚妇女是发生侵权情况时最主要的五类受损女性，其权

利受害主要表现为村集体对妇女不分或者少分土地、婚姻关系破裂的妇女在夫家和娘家都未分配

土地、新媳妇在娘家的土地被收回在婆家也未获分地等一系列土地分配不均或者失地现象［18］。这

一现象不断加剧，2010 年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 21%，比 2000 年增加了 11. 8%，其中因婚姻变动

而失去土地的占 27. 7%。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越小无地情况越严重，18 ～ 29 岁农村妇女无地比

例是 50 ～ 59 岁妇女的近 4 倍［19］208 － 209。
黄村的青年女性在土地承包过程中面临同样的困境。2005 年之前，村集体还有少量预留机动

地能够分给新嫁入的媳妇，2005 年之后，村里已无地可分。由于在婆家没有承包地，留守乡村的青

年女性缺少经济上的自主性，她们在新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也缺少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2014
年以后，村庄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展和土地流转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女性的土地使用状况。土地流转

一方面发生在村集体和村民之间。村庄黄瓜种植产业区的规划打破了原有土地承包的条块划分，

村集体将村民的承包地收回后重新统一规划建设为温室大棚，所有种植户均可承租使用。另一方

面，土地流转也普遍发生在村民之间。村民原有的承包地面积较小、地块分散，且大多为南北走向，

无论在光照条件还是面积规模上都不适宜黄瓜大棚的搭建。过去十年来，村民越来越多地通过流

转、租用其他村民的承包地来获得兴建新式大棚的集中地块。在这两种流转方式中，村庄取代了家

庭，在更高层次上统筹和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了女性农民获得和使用土地的重要来源，

村集体也在土地流转和租金收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赵霞出嫁前在娘家有 1. 5 亩农地，但在出嫁后就被收回了。黄村的土地少，赵霞嫁过来只分到

7 分地，一家四口人共有 2. 6 亩地，只够建一个大棚。2014 年，赵霞夫妇租用村集体统一规划的土

地，一下子扩建了 5 个棚，赵霞家目前共有 7 个大棚。
土地流转的普遍化使没有土地的青年女性农民得以在父权制家庭之外获得土地使用权，也提

高了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通过流转土地兴建的大棚成了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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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共同的劳动投入维持农业生产、获得经济效益。夫妻双方在生产资料获得和劳动投入上

的平等化使女性有更多机会参与家庭战略性事务的决策过程，青年女性在积累了农业生产经验后

能够更加积极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参与家庭生产经营的决策。这些新的变化虽然并未

对家庭领域的父权制产生根本性的挑战，但是却使丈夫逐渐意识到妻子在农业产中的重要作用，使

妇女对家庭农业的贡献更加显性化。
( 二) 机械技术的使用: 缓解女性的劳动负担

劳动负担问题是农业女性化讨论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对于独自留守乡村的女性来说，她们

既要承担家庭内部的照料职责，又要兼顾农业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和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

的情况下面临着沉重的劳动负担。在黄村，不同于大田作物，黄瓜的种植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劳

动。在黄瓜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机械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瓜农的劳动负担和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效率。自 2007 年以来，旋耕机、卷帘机和弥雾机越来越多地得到普及和推广，替代了人

力耕地、人工卷帘和手动打药的环节。这使得许多原本只能由男性完成或是对于女性而言十分沉

重的劳动环节变得更加简便，青年女性农民也能够轻松掌握。很多妇女表示，“人工卷棚、盖棚费

时费力，我们妇女一个人手动卷棚的话，卷一个大棚基本上就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用卷帘机，只

需要打开开关，电动的卷帘机在 10 分钟之内就能卷上一个大棚的帘子。”
正是这些农用机械技术的普及使女性农民在家庭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劳动负担状况大为改

观。她们能够在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独立承担农业生产，也可以在夫妻协同生产的过程中替代

男性的角色，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平等化。机械技术的可及性也使得青年女性农民对于从事农

业生产和农业中的性别关系有了更积极的评价，很多被访女性表示，“男的能干的我们女的也能

干”，“妇女从事农业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机械技术的采用极大缓解了女性的

劳动，但是黄瓜种植环节中很多无法被机械取代的繁琐人工劳动，如点花、落秧等，依然主要由女性

承担。在夫妻共同从事种植的农户家庭中，男性主要负责的犁地、打药等力量型生产环节可以由机

械技术来替代和缓解，而女性所负责的精细化的棚内管理工作目前却很难被机械技术所取代。这

也使得女性在大棚内的劳动时间普遍比男性更长，她们用于闲暇和社会交往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 三) 市场融入: 尚待拓展的公共空间

黄瓜市场作为黄村与外部联系的平台，不仅发挥着农产品销售的经济功能，更是村民与村民、
村民与外部社会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和信息交换的公共空间。黄村的黄瓜市场每天下午准时开放进

行交易，已经成为村庄和附近瓜农稳定的商品流通场所。对于从事商品化生产的瓜农来说，进行销

售、获得现金收入是他们农业活动的中心，有形的市场空间和无形的市场价格机制是他们日常最关

心的内容。村内的黄瓜市场几乎是每个农户每天必去的场所，它已经成为了村内社会交往与信息

传递的重要场所。通过参与市场交易，忙碌的瓜农得以有短暂的空闲和乡邻聊聊家常，讨论黄瓜生

产中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也能与来自周边各省的商贩进行交流，了解其他地方的农业生产信息，以

便有针对性地调整黄瓜种植计划。
作为公共产品的村级市场虽然给青年女性农民提供了参与市场交易、获取信息的机会，但是青

年女性农民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依然缺少主动性，大部分青年女性农民并未真正融入市场。虽然

市场坐落于村中、触手可及，但女性农民普遍将黄瓜销售看作男性的工作。夫妻虽然合作摘瓜，但

是由于黄瓜搬运需要较强体力，通常情况下最终由男性完成搬运装车、运送到市场进行销售的工

作。在丈夫外出的情况下，如果青年女性和公婆同住，则通常是由公公负责到黄瓜市场进行销售，

只有独自居住的留守妇女会自己完成摘瓜、搬运、销售的全过程。青年女性农民对市场的自我隔离

体现出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她们强大的影响力。即便是青年女性，也普遍接受和认同了农业生产

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不会轻易突破和挑战这种分工。这使得市场交易中以男性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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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网络不断得到固化，对女性参与者潜在的排斥与隔阂也更加强烈。男性农民还会将市场中

的社会交往延伸到日常生活中，通过在村中偶尔的聚餐和宴请维系自己的社会网络。青年女性即

使进入黄瓜市场，也很难快速融入男性的圈子。这并非意味着女性农民无法融入市场，在黄村的黄

瓜市场上也活跃着一些女性黄瓜经纪人，她们通过多年的市场活动积累了自己的社会资本，建立了

较为固定的客户群。对于村中的大多数青年女性农民而言，她们迫切需要更主动地融入市场，在村

庄多样化的公共空间中扩展社会资本，发掘自身更大的能动性。

四、结论与建议

在农业转型背景下，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家庭农业的过程是积极构建自身农业主体地位的过程。
她们进入农业的路径方式既有女性受性别规范约束的被动性，也有青年人创业的主动性。在进入

农业生产之后，青年女性农民通过在有限的途径下主动学习技术、与男性进行分工协作的方式积极

融入家庭农业生产，不断巩固和扩大家庭农业的基础与规模。村庄内部的土地流转和机械技术推

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及性使青年女性农民逐渐突破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分配，

她们能够与新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充分发挥自己的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女性农民不仅通过

自身的劳动付出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推动了村庄的农业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家庭内部的两性

平等。很多青年女性农民对自身的劳动投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获得感，对从事农业也产生了内心

的认同。她们往往将种大棚比作“照顾孩子”，在农业劳动中注入女性特有的情感呵护，这也成为

推动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青年女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生产性和社会性的困境与制约。首先，在

生产经营方面，青年女性在技术获得和市场融入上依然面临一定的性别排斥，这限制了她们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其次，在家庭再生产方面，青年女性在投身农业生产的同时往往难以兼顾子

女照料，在家庭教育上显得力不从心。最后，在个体发展方面，农民的职业特性与青年女性对闲暇

生活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农村青年女性具有追求美、休闲和社会交往的强烈愿望，但

长时间的农业生产限制了她们的闲暇活动。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农村女性的智慧与力量是开展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依托。在

实践工作中对青年女性农民的现实困境进行应对，将进一步激发她们的内在活力与能动性。在实

践层面，一方面，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既要保证家庭生产经

营的基础地位、提升小农户的发展能力，也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女性农民的组织和对新型女农民的培

育。技术培训、机械推广和市场服务等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开展要具有性别意识，使女性农民真

正从中受益，更大程度发挥青年女性农民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庄不

仅要在生态环境上成为村民的宜居空间，更要为多元化的乡村人口提供适宜的社会文化和公共空

间，尤其是提供适宜青年人的文化服务与设施，让青年女性农民能够在村庄中满足自己的多元发展

需求，实现自身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青年女性在获得个人提升的同时更深层次投入农业农村的

现代化建设，成为乡村发展的内源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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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Young Female Farmer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Ｒural Women Engaged in Family Farming

JIANG Yan LI Meng PAN Lu

Abstract Along with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e is no longer a sym-
bol of backward productivity． Ｒural young women are the human resource advantage for rur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w rural young women participate i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ebuild their subjectivity not only shap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mily production，but also affects their interests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ase study in Huang Village of Ji
County in Hebei Province，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ngagement of rural young women in agriculture shows distinctive fea-
tures from the debates on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so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has great-
ly expanded the social space for young femal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provided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acquire new resources beyon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However，rural young women still face lots of difficulties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and agency of rural young wome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Ｒ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Young female farmers;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Ｒural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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